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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基于最大熵密度的 ＧＭＭ 方法予以改进，利用收入分组数据
考查中国收入差距在１９８５～２０１２年的变动趋势，并使用一种新的基于回归方程
的分解方法对收入差距及其上升的原因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总体收入
差距在１９８５～２００８年迅速扩大，但随后有所下降，隐约呈倒 “Ｕ”形。占总体

５０％的中等和上中等收入群体一直稳定获得总收入中略高于５０％的份额，符合帕
尔玛 “５０／５０法则”。城乡内部差距和城乡之间差距均呈上升趋势，而后者增长更
快，对总体差距的贡献比重上升。城乡二元分割始终是全国收入差距的首要来
源，而家庭规模是全国收入差距不断上升的最重要解释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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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对各国发展水平的比较和民众幸福程度的关注往往离不开对收入分配问题的考查。收入
分配不均通常意味着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无法选择更有价值的生活方式，只能享有远低于其他
人的福利水平。在中国，收入差距扩大是造成人们对改革抱有质疑态度的重要原因，因为人
们在看到 “蛋糕”不断做大的同时，却发现其分配越来越不均等。
本文主要对１９８５～２０１２年我国收入分配的均等状况进行估算和解释。对中国收入分配

问题进行研究的最大挑战是数据的缺乏。由于时间跨度最长、最具代表性的国家统计局个体
数据无法获取，相关研究受到极大限制，大多数学者只能依赖于其他途径获取的数据集中于
对少数年份的考查，或者分别对城镇或农村进行研究，但也有部分学者对构建中国总体收入
差距指数的连续序列进行了尝试。本文主要对后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方法进行改进，并结合相
关信息提高估计的准确度。在此基础上，本文计算了农村、城镇和全国的四种收入差距指
数，对广义熵指数进行了分解，并使用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方法探讨我国收入差距及其上升
的主要决定因素。此外，本文将尝试澄清关于库兹涅茨 （Ｋｕｚｎｅｔｓ）曲线的误解，并验证帕
尔玛 （Ｐａｌｍａ）“５０／５０法则”在中国的适用性①。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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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帕尔玛 “５０／５０法则”是指：一国收入水平处于第５到第９个十分位的半数人口 （中等和上中等收入组）总是趋
向于占有５０％ （或略高）的全国总收入。详见Ｐａｌｍａ（２０１１、２０１４）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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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根据统计局城乡收入分组数据各自的特点，本文对 Ｗｕ和Ｐｅｒｌｏｆｆ（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提出的最大熵原理ＧＭＭ 方法予以改进，免除反复抽样带来的沉重负担。对农村地区，本
文使用各收入组家庭比例的对角矩阵作为权重矩阵；对城镇地区，本文先计算收入分组数据
基尼系数的上下限，然后根据 “经验法则”得到基尼系数的估计值和分组数据区间端点的估
计值，进而对收入分布函数的基准形式进行调整，不仅避免了反复抽样，而且得到的估计结
果更为准确。
本文的计算结果表明，１９８５年以来全国收入分配状况不断恶化，基尼系数从１９８５年的

０．３２１上升到２００８年的０．４６８，上升４６％。２００９年以后收入分配状况略有改善，２０１２年基
尼系数降为０．４３８，与２００２年水平相当。农村的收入差距也一直在上升，基尼系数在２０１１
年达到最大值 （０．３８５）。城镇的收入差距上升更快，但在２００８年达到最大值 （０．３３８）后有
所下降。对平均对数离差和泰尔指数的分解都表明，组内差距 （城乡内部差距）对总体差距
的贡献比重在下降，组间差距 （城乡之间差距）的贡献比重在上升，但这两种差距的绝对值
都一直在上升，共同推动了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上升。
第二，本文使用一种新的基于回归方程的方法对收入差距及其变化进行分解，这一方法

由Ｆｉｅｌｄｓ（２００３）发展并应用于对美国工资差异的研究。与其他一些回归分解方法相比，

Ｆｉｅｌｄｓ方法的最大优点在于其分解得到的各解释因素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比重不依赖于所选用
的收入差距指数。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城乡二元分割仍是我国总体收入差距的首要贡献因
素；家庭的产业部门特征是早期收入差距的第二位影响因素，而家庭规模大小是后期收入差
距的第二位影响因素。此外，对收入差距上升的分解表明，家庭规模是最重要的解释因素，
其次是地理位置；教育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收入差距上升的第三位解释因素。
第三，本文将验证帕尔玛 （Ｐａｌｍａ）“５０／５０法则”在中国的适用性，并在收入差距的度

量中使用帕尔玛比值 （Ｐａｌｍａ　Ｒａｔｉｏ）这一新的指标①。本文的计算结果显示，帕尔玛 “５０／

５０法则”在中国有相当的适用性：第５到第９ （Ｄ５～Ｄ９）十分位的５０％总人口占有全国总
收入的份额一直维持在５６．６％左右，农村和城镇这一份额的均值相应为５３．９％、５４．８％，
说明近３０年以来，城乡或全国的中等收入层和上中等收入层始终能稳定地获得整体收入略
高于５０％的份额。
第四，本文将探讨我国收入差距变化中隐约出现的倒 “Ｕ”形和库兹涅茨假说的关系。

我们将通过补充计算来阐明库兹涅兹的结论，并指出库兹涅茨假说的成立并不依赖于农业部
门收入不平等程度不高于非农业部门这一前提假设。库兹涅茨假说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
不同的收入分配政策可以极大影响收入分配结果，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阶段并无必然联系。

一、相关文献

１．为什么要研究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影响
对收入差距问题的兴趣首先令人想到收入差距的影响这一主题。在所有的社会中，人与

人幸福程度的差别都有许多种不同体现，如受教育水平、健康程度、预期寿命、社会地位
等，这其中许多方面比收入差距更重要。但我们为什么更加关注收入差距？一个简单的回答
是，收入差距与其他方面的差异高度相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他方面的差异程度，因此可

·４·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２期



① 帕尔玛比值 （Ｐａｌｍａ　Ｒａｔｉｏ）是指收入总体中最高１０％人口总收入与最低４０％人口总收入的比值，是帕尔玛
“５０／５０法则”的推论。



以视为社会总体差异状况的指标。例如，阿玛蒂亚·森和让·德雷兹 （２００６）就认为，低收
入 （或贫困）意味着个人可选择性的减少和社会机会的缺乏，代表着 “能力的剥夺”，经济
上的较大差距代表着社会总体的失败。世界银行 （２００９）认为，个人或家庭的收入决定其享
有教育和医疗服务的质量，而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又决定收入的前景，从而增加了形成
“不平等陷阱”的可能性。Ｗｈｙｔｅ（２０１４）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收入差距会通过不完全信贷市场、不完全要素市场或政治经济学因素影响经济增长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等，２０１１）：一方面，社会收入或财富分配越不均等，经济的增长率就越低
（Ａｌｅｓｉｎａ和Ｒｏｄｒｉｋ，１９９４；Ｐｅｒｓｓｏｎ和Ｔａｂｅｌｌｉｎｉ，１９９４）；另一方面，较低的不平等会使一
国或地区受益 （如韩国、中国台湾），因为它减少了再分配带来的效率损失 （阿玛蒂亚·森
和让·德雷兹，２００６）①。

２．中国的收入差距：改革前与改革后
与改革后相比，改革前的数据更为匮乏。珀金斯等 （１９９２）和Ｂｅｎｊａｍｉｎ等 （２００８）证

实：改革前农村地区内部差异较小，并主要反映家庭抚养比特征，地区之间由于禀赋、自然
条件差异和自给自足政策的影响存在一定差距，但自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７８年，农村总体收入差距
变化不大；城镇地区由于强烈的平均主义，收入差距维持在更低水平。因此，全国总体收入
差距基本由城乡之间的差距所决定②，所以使用城乡人均收入 （或消费）比可以较好反映中
国总体收入差距状况，李成瑞 （１９８６）、谢伏瞻 （１９９４）、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 （１９９７）、赵
人伟和李实 （１９９７）都证实了这一结论。

虽然对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存在广泛争议，但所有学者对改革后中国收入差距的迅速上
升已达成共识。中国总体差距的上升主要是由于城乡内部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同时，城乡之
间的差距也在迅速扩大 （Ｗｕ和Ｐｅｒｌｏｆｆ，２００５；程永宏，２００６、２００７；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和Ｃｈｅｎ，

２００７；世界银行，２００９；王亚峰，２０１２；Ｌｉ和Ｓｉｃｕｌａｒ，２０１４）。由于统计局的数据存在一定
缺陷 （Ｙａｎｇ，１９９９；Ｂｒａｍａｌｌ，２００１；Ｌｉ和Ｓｉｃｕｌａｒ，２０１４），许多学者尝试对基尼系数的估
计值进行修正 （Ｋｈａｎ和Ｒｉｓｋｉｎ，２００８；王小鲁，２０１０；李实和罗楚亮，２０１１）。还有很多
学者对中国收入差距上升的原因进行了研究 （万广华，２００４、２０１３；许庆等，２００８；万海
远和李实，２０１３）。这些文献大多发现：地理位置仍是收入差距的最重要解释因素；农村
非农就业机会的不均等使农村收入差距状况恶化；教育对收入差距有越来越强的解释力。

此外，国家统计局不断对城乡进行重新划分加大了收入差距的上升幅度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等，

２００８）。

３．最高收入份额之辨：帕尔玛比值和库兹涅茨曲线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一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在长期会如何变化？Ｋｕｚｎｅｔｓ （１９５５、

１９６３）对英、美、德、荷等国的考查部分回答了这一问题，他的部分结论被后来的学者称为
库兹涅茨倒 “Ｕ”曲线假说。虽然有研究者验证了这一假说 （Ａｈｌｕｗａｌｉａ等，１９７９；Ａｎａｎｄ
和Ｋａｎｂｕｒ，１９９３），但近来经济学家使用同样的方法对上述一些国家收入分配的后续情况进
行考查发现：库兹涅茨曲线消失了。从２０世纪早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１０年，最高收
入 （或财富）组占总体收入的份额确实出现大幅下降，但近年来最高收入组的收入份额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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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收入差距相关影响的更多了解可参考王弟海 （２００９）和Ｂｅｎｊａｍｉｎ等 （２０１１）及其中引用的文献。

这种解释可以看作广义熵指数的分解：组内差距不变的情况下，总体差距由组间差距决定。但组内差距不变还
依赖于城乡人口流动受限等条件。



开始重新上升 （Ｐｉｋｅｔｔｙ和Ｓｅａｚ，２００３；Ａｔｋｉｎｓｏｎ和Ｐｉｋｅｔｔｙ，２００７；Ｋｏｐｃｚｕｋ等，２０１０）。
本文的计算结果表明，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近来隐约出现倒 “Ｕ”形趋势，这到底符合库兹
涅茨假说吗？我们将在下文进行讨论。
此外，Ｐａｌｍａ（２０１１、２０１４）通过对全球１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得出

“５０／５０法则”：收入总体中第５到第９十分位 （Ｄ５～Ｄ９）的５０％总人口占有的总收入份额
始终维持在５０％或略高。另一半人口，即最高１０％ （Ｄ１０）收入组和最低４０％ （Ｄ１～Ｄ４）

收入组只能共同占有剩下的５０％或略低的收入份额。这一法则意味着最常用来度量收入差
距的基尼系数的有用性令人质疑，因为基尼系数通常被认为最能反映收入分配中部的变化情
况，但按照帕尔玛法则，这一部分的变化似乎是最难发生的①。相应的，根据帕尔玛法则，
可以使用Ｄ１０与Ｄ１～Ｄ４的收入比衡量总体的不平等状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２０１４）已采
用这一指标度量各国的不平等②。本文也将这一指标纳入收入差距的参考指标体系，并检验
帕尔玛 “５０／５０法则”在中国的适用性。

４．对收入差距的估计：参数法和非参数法
本文也和对收入分布的估计方法直接相关。根据可获取数据的类型，文献中的估计方法

大致归为三类 （Ｃｏｗｅｌｌ和Ｆｌａｃｈａｉｒｅ，２０１５）：参数法、非参数法和半参数法。Ｂｏｕｒｇｕｉｇｎｏｎ
和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０２）、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 （２００６）使用了非参数法中的核密度技术对世界的总体不
平等进行研究。Ｗｕ和Ｐｅｒｌｏｆｆ（２００５、２００７）、程永宏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王亚峰 （２０１２）和

Ｈａｊａｒｇａｓｈｔ等 （２０１２）使用参数法直接估计收入分布函数，其估计结果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所选用收入分布函数的形式③。由于传统上各国收入统计中较多使用分组数据，因此也
有学者尝试使用洛伦兹曲线或其他数学原理对基尼系数的上下界进行估计 （Ｇａｓｔｗｉｒｔｈ，

１９７２；Ｇａｓｔｗｉｒｔｈ和Ｇｌａｕｂｅｒｍａｎ，１９７６）。

二、数据和方法

１．数据介绍
本文使用的是国家统计局１９８６～２０１３年 《中国统计年鉴》中分城乡的家庭收入分组数

据和ＣＨＩＰ （中国家庭收入调查）１９８８年、２００２年两年度的数据④。国家统计局数据存在许
多令人广为诟病的缺陷：收入定义狭隘、地理覆盖率存在严重偏差、对生活成本的空间差异
未作调整和对最低最高收入组抽样严重不足等。但统计局的数据仍是最适合对中国收入分配
进行研究的数据，因为与其他调查数据相比，统计局数据覆盖范围最广、样本量最大因而最
具全国代表性，而且其时间跨度和数据一致性也是其他数据无法比拟的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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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对各种不平等指数优缺点的讨论可参见Ａｈｍａｄ和 Ｗａｎｇ （１９９１）、Ｋｒｏｌ和 Ｍｉｅｄｅｍａ（２００９）。

另一个自然而然的推论是，可以用最高１０％收入组的收入份额作为总体不平等的度量指标，因为按照帕尔玛
“５０／５０法则”，帕尔玛比值 （Ｐａｌｍａ　Ｒａｔｉｏ）＝Ｄ１０／ （Ｄ１～Ｄ４）＝Ｄ１０／ （５０％－Ｄ１０），该函数是Ｄ１０的单调增函数。

Ｗｕ和Ｐｅｒｌｏｆｆ（２００５、２００７）、Ｐａｒｋ和Ｂｅｒａ（２００９）、Ｈａｊａｒｇａｓｈｔ等 （２０１２）、Ｃｏｗｅｌｌ和Ｆｌａｃｈａｉｒｅ（２０１５）等对收
入分布函数的形式进行了讨论，本文进行了综合考虑。

出于数据前后一致性考虑，本文没有使用 《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２～１９８５年和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由于国家统计
局数据暂未获准公开，ＣＨＩＰ的２００７年度数据暂不可用。

例如，学者比较常用的其他数据中：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ＣＨＩＰ）数据作为国家统计局数据的子集，覆盖省份更少，

而且每年 （目前仅覆盖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３年五年）有所变化，样本量仅为统计局的１／１０～１／５；中
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ＣＨＮＳ）只覆盖了８个省 （１９９７加入黑龙江，２０１１年后加入北京、重庆、上海），样本量更少，仅为统
计局的１／３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的调查从２０１０年开始，仅有３年的数据，样本量也仅为统计局的１／１０。



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ＣＨＩＰ）数据是国家统计局数据的子集，与统计年鉴数据最为接近、
最具可比性。最为重要的是，ＣＨＩＰ包含个体家庭收入数据，为检验收入分布函数的具体形
式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也为确定真实基尼系数在分组数据基尼系数上下界中的具体位置提
供了 “经验法则”①。我们也将ＣＨＩＰ的城镇数据按照统计局的方式分组并获取各组端点与
前后区间均值的比例关系，以此作为计算统计局分组数据端点的 “经验法则”。此外，ＣＨＩＰ
的个人和家庭数据使本文对收入差距及其上升的原因进行实证分析成为可能。

２．相关方法
本文收入分布函数的估计方法是对 Ｗｕ和Ｐｅｒｌｏｆｆ（２００５、２００７）方法的改进。本文首

先基于城乡收入分组数据估计各自的收入分布函数，然后按城乡人口进行加权获得全国总体
的收入分布函数，并分别计算相关的收入差距指数。随后，本文将平均对数离差 （ＭＬＤ，
对应广义熵指数参数为０的情形）和泰尔指数 （Ｔｈｅｉｌ　Ｉｎｄｅｘ，对应广义熵指数参数为１的情
形）分解为组内差距与组间差距，并分析二者的变化趋势和对总体差距的贡献情况②。最
后，本文使用Ｆｉｅｌｄｓ（２００３）发展起来的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方法对收入差距及其上升的原
因进行分析，该方法尚未应用于中国收入差距的研究③。

（１）对分组数据最大熵密度的 ＧＭＭ 估计。根据 Ｗｕ （２００３）、Ｗｕ和Ｐｅｒｌｏｆｆ（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Ｊａｙｎｅｓ提出的最大熵原理是指，对某一随机事件 （或分布）的概率分布进行赋值
（或选择）时，应在与已知信息 （约束）一致的情况下，最大化Ｓｈａｎｎｏｎ信息熵 （目标函
数）④。具体而言，分布函数ｆ（ｘ）的Ｓｈａｎｎｏｎ信息熵表达式为：

－∫ｆ（ｘ）·ｌｎ［ｆ（ｘ）］ｄｘ （１）

满足的约束条件为：

∫ｆ（ｘ）ｄｘ＝１；∫ｇｉ（ｘ）·ｆ（ｘ）ｄｘ＝μｉ　　　　ｉ＝１，２，…，Ｎ （２）

该最大化问题的唯一解为：

ｆ（ｘ）＝ｅｘｐ｛－λ０－∑
Ｎ

ｉ＝１λｉ·ｇｉ（ｘ）｝ （３）

其中，ｇｉ（ｘ）为矩函数，λｉ为拉格朗日乘子。
设收入数据分为Ｋ组，且已知分组数据的端点为 （ｘ０，ｘ１，…，ｘＫ），各组家庭所占比例为

（ｓ１，ｓ２，…，ｓＫ），各组收入的条件均值为 （ｍ１，ｍ２，…，ｍＫ）。根据ｆ（ｘ）可计算每一区间的对应

总体矩，其中各区间家庭比重为∫
ｘｋ

ｘｋ－１
ｆ（ｘ）ｄｘ，各区间条件均值为∫

ｘｋ

ｘｋ－１
ｘ·ｆ（ｘ）ｄｘ，ｋ＝１，２，

…，Ｋ。由此可构造矩条件：

ｈｋ ＝
∫

ｘｋ

ｘｋ－１
ｆ（ｘ）ｄｘ－ｓｋ

∫
ｘｋ

ｘｋ－１
ｘ·ｆ（ｘ）ｄｘ－ｍ

熿

燀

燄

燅
ｋ

　　　ｋ＝１，２，…Ｋ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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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这里的 “经验法则”是指基尼系数真实值在上下界间的具体位置。将ＣＨＩＰ数据按统计局城镇收入分组方法进
行分组，本文发现真实基尼系数距离下界和上界的距离比约为２∶３。

关于广义熵指数的分解方法和原理，可参见Ｓｈｏｒｒｏｃｋｓ（１９８０）、Ｃｏｗｅｌｌ和Ｆｌａｃｈａｉｒｅ（２０１５）。

Ｃａｉ等 （２０１０）在对中国城镇收入差距的研究中部分使用了这一方法。

这一原理听起来类似于极大似然估计，事实正是如此，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对偶关系，见 Ｗｕ （２００３）。



ＧＭＭ的目标函数为：

Ｑ（λ）＝Ｈ（λ）′ＷＨ（λ） （５）

其中，Ｈ（λ）＝ ［ｈ１，ｈ２，…，ｈＫ］′，Ｗ 为权重矩阵。

使用这一方法的关键在于对未知矩函数ｇｉ（ｘ）的选择和对权重矩阵 Ｗ 的计算，此外，
城镇分组数据的端点未知使估计变得复杂。本文对此作如下处理：

第一，根据相关文献的建议，本文选取一些对收入分布拟合效果较好的函数形式，并用

ＣＨＩＰ数据进行验证和筛选①。本文最终选择的ｇｉ（ｘ）基准形式有：ｌｎ（ｘ），ｌｎ（１＋ｘ２），ｌｎ（１＋
ｘ４），ａｔａｎ（ｘ），这些矩函数具有第二类广义贝塔函数的优点，但形式比后者更加灵活②。

第二，针对城镇分组数据端点未知的特点，本文使用ＣＨＩＰ数据确定区间端点与前后区间均
值的关系、真实基尼系数与分组数据基尼系数上下界的关系。然后我们将这些结论作为 “经验法
则”应用于统计局数据，并对区间端点值和分布函数基准形式进行调整以提高估计准确度③。

第三，关于权重矩阵的计算，本文发现：对农村地区而言，权重矩阵不依赖于个体 （家
庭）数据，仅取决于各区间家庭比例，所以可以直接使用各区间家庭比例的对角矩阵作为权
重矩阵，无须根据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进行反复抽样；对城镇地区，利用上面提到的 “经验
法则”，也避免了反复抽样，大大减轻了计算负担④。

（２）对收入差距及其变化的回归分析。除了将平均对数离差和泰尔指数进行组内、组间分
解，本文还使用一种新的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方法 （Ｆｉｅｌｄｓ，２００３）对收入差距及其上升进行分
解⑤。同Ｍｏｒｄｕｃｈ和Ｓｉｃｕｌａｒ（２００２）、万广华 （２００４）和Ｙｕｅ等 （２００８）使用的回归方法相比，本
文方法的优点是各解释变量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比重对所有收入差距指数而言都是相同的。此
外，该方法可以对收入不平等的上升进行解释，并可以将解释因素的贡献分解为 “价格效应”和
“数量效应”⑥。在本文的分析中，除了使用性别、教育、经验及其平方、地理位置、产业部门
和职业属性等传统解释变量外，还包含了更符合中国特点的解释因素，如城镇虚拟变量、家庭
规模、党员身份等，实证结果表明这些解释变量对中国的收入差距及其上升具有显著影响：城
乡二元分割是全国收入差距的首要贡献因素，而家庭规模是全国收入差距上升的最重要原因。

三、估计结果：城乡与总体收入差距变动趋势

１．收入分布函数和收入分配的变化
在估计出某一年份农村和城镇的收入分布函数以后，本文对其进行标准化，使其面积等

于城乡当年各自的总人口数，条件均值等于根据ＣＰＩ调整后的家庭人均收入的总体均值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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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本文对函数形式的验证主要是将估计得到的分布函数与ＣＨＩＰ数据的核密度估计结果进行图形比较，同时使用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Ｋ－Ｓ）检验。

对函数形式的建议可参考 Ｗｕ和Ｐｅｒｌｏｆｆ（２００５、２００７）、Ｐａｒｋ和Ｂｅｒａ（２００９）、Ｈａｊａｒｇａｓｈｔ等 （２０１２）、Ｃｏｗｅｌｌ和

Ｆｌａｃｈａｉｒｅ（２０１５）等。

就精确度而言，按照本文 “经验法则”获得的城镇基尼系数估计值与王亚峰 （２０１２）采用另一方法获得的估计
结果极其接近。可对照本文的结果和王亚峰 （２０１２）的研究。

本文发现这种做法比 Ｗｕ和Ｐｅｒｌｏｆｆ（２００７）提出的蒙特卡洛反复抽样法更为理想。

该方法的具体介绍和应用参见Ｆｉｅｌｄｓ（２００３）。

大体上说，“价格效应”是指回归系数变化导致的收入差距变化，“数量效应”是指解释变量变化导致的收入差
距变化。

如非特别指出，本文中的计算结果都以２００２年为基期。



全国总体的收入分布可通过对城乡收入分布函数进行加权得到：设农村和城镇人口比重分别
为ｓｒ，ｓｕ，收入分布函数分别为ｆｒ（ｘ），ｆｕ（ｘ），则总体收入分布函数为

ｆ（ｘ）＝ｓｒ·ｆｒ（ｘ）＋ｓｕ·ｆｕ（ｘ） （６）

图１、图２分别报告了１９８５、１９９５、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各年农村和城镇各自的收入分布状况。
总的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城乡各自收入分布的图形一直在向右移动，特别是１９９５年以
后，这表明农村和城镇的整体收入水平都有大幅提高。农村收入分布的众数在１９８５年仅为

８８５元，到２０１２年增加为３３００元；城镇收入的众数则由１９８５年的２４００元增加到２０１２年的

１３５６０元。此外，城乡各自分布图形由较为狭窄逐渐变宽，表明城乡各自的收入差距在这一
时期大为上升，下文将根据收入差距指数对这一问题具体分析。

图１　农村收入分布的变化

图２　城镇收入分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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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报告了全国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２年的总体收入分布变化情况。为了
考查收入差距下降的影响，该图也给出了２００８年总体收入差距达到最大值时的全国收入分
布。同城乡各自的收入变动一致，全国总体收入分布从１９８５年到２０１２年也一直在向右移
动，表明全国居民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总体收入的众数由１９８５年的８８５元上升到２０１２年
的３６１０元。２０１２年收入分布图形右侧高收入人群增加的面积远大于１９８５年左侧低收入人
群减小的面积，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全国居民福利水平的改善。但是，总体分布图形逐渐变
宽，特别是收入 （相对）较低人口比重的提高 （左侧面积增大），表明全国的收入差距在这
一时期恶化了。

图３　全国收入分布的变化

２．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
（１）城乡收入差距。对收入分布函数进行估计之后，本文按照惯例计算了３种常用的收

入差距指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平均对数离差①。此外，本文也计算了帕尔玛比值这一
最新的收入差距指数。
表１报告了１９８５～２０１２年农村、城镇的上述４种收入差距指数。表数据的第一、五列

为基尼系数 （参见图４），根据这一指数，农村地区的收入差距一直在上升，基尼系数从

１９８５年的０．２７８上升到２０１１年的０．３８５，上升了３８％，并在２０１２年稳定在０．３８５左右。城
镇地区的收入差距上升速度更快，基尼系数从１９８５年的０．１６９上升到２００８年的０．３３８，上
升１００％。２００８年后城镇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改善，但２０１２年基尼系数仍高达０．３１３。表数
据第二、六列的帕尔玛比值 （也可参见图５）和其他列的收入差距指数证实了城乡收入差距
类似的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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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常用收入差距指数还有对数收入方差、最高１０％与最低１０％人口收入比 （１０／１０比值）、大岛指数 （收入中最高

２０％人口与最低２０％人口的收入比，２０／２０比值）和阿特金森指数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１９７０）等。但阿特金森指数与广义熵指
数存在单调变换关系 （Ｃｏｗｅｌｌ和Ｆｌａｃｈａｉｒｅ，２０１５），１０／１０比值、大岛指数与帕尔玛比值存在一定的替代性。为了与传统
一致，我们也计算了这些指标，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表１ 农村和城镇的收入差距指数

年　份
农村收入差距指数 城镇收入差距指数

基尼系数帕尔玛比值泰尔指数平均对数离差基尼系数帕尔玛比值泰尔指数平均对数离差

１９８５　 ０．２７８　 ０．９９２　 ０．１３２　 ０．１２６　 ０．１６９　 ０．５７５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７

１９８６　 ０．２９８　 １．０９２　 ０．１５３　 ０．１４８　 ０．１７１　 ０．５８３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１

１９８７　 ０．３０１　 １．１１９　 ０．１５８　 ０．１４８　 ０．１７２　 ０．５９０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１

１９８８　 ０．３２１　 １．２３８　 ０．１８４　 ０．１７１　 ０．１８１　 ０．６１４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６

１９８９　 ０．３２６　 １．２７１　 ０．１８６　 ０．１７６　 ０．１８７　 ０．６３４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０

１９９０　 ０．３１５　 １．２００　 ０．１７５　 ０．１６４　 ０．１８３　 ０．６２０　 ０．０６４　 ０．０５８

１９９１　 ０．３３１　 １．３１０　 ０．２０６　 ０．１８４　 ０．１７３　 ０．５９５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２

１９９２　 ０．３３５　 １．３４９　 ０．２０９　 ０．１８７　 ０．１９１　 ０．６４５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２

１９９３　 ０．３３８　 １．３６０　 ０．２０４　 ０．１８８　 ０．２１２　 ０．７１２　 ０．０８０　 ０．０７４

１９９４　 ０．３３６　 １．３３２　 ０．１９６　 ０．１８６　 ０．２２３　 ０．７４９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２

１９９５　 ０．３４５　 １．３９２　 ０．２０９　 ０．１９９　 ０．２１６　 ０．７２４　 ０．０８０　 ０．０７６

１９９６　 ０．３２６　 １．２５６　 ０．１７９　 ０．１７６　 ０．２１６　 ０．７２４　 ０．０８０　 ０．０７６

１９９７　 ０．３３５　 １．３２１　 ０．１９７　 ０．１９０　 ０．２２７　 ０．７６２　 ０．０９４　 ０．０８６

１９９８　 ０．３３３　 １．３０９　 ０．１９５　 ０．１８５　 ０．２３４　 ０．７８９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２

１９９９　 ０．３４４　 １．３９０　 ０．２１２　 ０．１９８　 ０．２４２　 ０．８２２　 ０．１０１　 ０．０９７

２０００　 ０．３５７　 １．４８７　 ０．２２３　 ０．２１７　 ０．２５３　 ０．８６４　 ０．１０９　 ０．１０７

２００１　 ０．３６５　 １．５４９　 ０．２３３　 ０．２２５　 ０．２６５　 ０．９１７　 ０．１１９　 ０．１１７

２００２　 ０．３６９　 １．５８６　 ０．２３９　 ０．２３０　 ０．３１７　 １．１８８　 ０．１７０　 ０．１７１

２００３　 ０．３７９　 １．６６７　 ０．２５０　 ０．２４４　 ０．３２６　 １．２４２　 ０．１７９　 ０．１７９

２００４　 ０．３６７　 １．５６２　 ０．２３３　 ０．２２９　 ０．３３３　 １．２９１　 ０．１８８　 ０．１８８

２００５　 ０．３７５　 １．６２９　 ０．２４２　 ０．２３９　 ０．３３８　 １．３２４　 ０．１９３　 ０．１９４

２００６　 ０．３７３　 １．６０６　 ０．２４３　 ０．２３８　 ０．３３５　 １．３０７　 ０．１９０　 ０．１８９

２００７　 ０．３７２　 １．５９８　 ０．２４１　 ０．２３８　 ０．３３２　 １．２８２　 ０．１８６　 ０．１８５

２００８　 ０．３７６　 １．６３７　 ０．２７４　 ０．２４７　 ０．３３８　 １．３３１　 ０．１９４　 ０．１９３

２００９　 ０．３８３　 １．６９３　 ０．２６８　 ０．２５５　 ０．３３３　 １．２９６　 ０．１８８　 ０．１８７

２０１０　 ０．３７７　 １．６３３　 ０．２５０　 ０．２４８　 ０．３２７　 １．２５９　 ０．１８３　 ０．１８１

２０１１　 ０．３８５　 １．７１０　 ０．２６１　 ０．２６５　 ０．３２７　 １．２５９　 ０．１８３　 ０．１７８

２０１２　 ０．３８５　 １．６９６　 ０．２５６　 ０．２６３　 ０．３１３　 １．１７４　 ０．１６７　 ０．１６４

１９８５～２００８年变化 ３５％ ６５％ １０８％ ９５％ １００％ １３２％ ２９４％ ３１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变化 ２％ ４％ －６％ ７％ －８％ －１２％ －１４％ －１５％

１９８５～２０１２年变化 ３８％ ７１％ ９４％ １０９％ ８５％ １０４％ ２３９％ ２５０％

　　注：２００２年城乡划分有重大调整，因此２００２年以后的数据并不严格可比。

·１１·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动及其原因分析：１９８５～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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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城乡基尼系数的变动趋势：１９８５～２０１２年

图５　城乡帕尔玛比值的变动趋势：１９８５～２０１２年

从图４和图５可以看出，城镇的收入差距上升速度更快，并越来越接近农村地区。图４
（和图５）还直观地表明，城乡各自收入差距的上升并不是单调的。例如，农村基尼系数
（以及帕尔玛比值）在１９９６年和２００４年都有所下降。前者的下降显然与当时农产品价格的
大幅上涨有关，而２００４年收入差距的下降除了受农业生产价格大幅上升的影响外，还可能
与农业税减征或免征相关。城镇地区的基尼系数 （以及帕尔玛比值）在２００８年后出现明显
的下降，这可能与城镇最低工资的提高、社会保障项目的扩大、金融危机等原因有关①。

（２）全国收入差距。表２报告了１９８５～２０１２年中国总体收入差距指数和部分收入组所
占总体收入份额的估计结果。根据表２数据第一、二列和图６，基尼系数和帕尔玛比值的变
化情况极其类似：基尼系数从１９８５年的０．３２１上升到２００８年的最大值０．４６８，上升４６％，

·２１·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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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些说法有赖于严格的实证分析。例如，Ｌｉ和Ｓｉｃｕｌａｒ（２０１４）认为，农业税的取消对不平等的影响作用很小，

对减贫有积极作用；万广华 （２０１３）认为，经济周期与收入差距存在一定的反向相关关系。



帕尔玛比值则从１．１７５ （１９８５年）上升到２．７１０ （２００８年），上升超过１３０％；随后二者逐
渐下降，基尼系数在２０１２年降为０．４３８，帕尔玛比值降为２．３２１，收入差距状况大致与

２００２年相当。表２的其他收入差距指数虽然上升幅度不同，但都表明了同样的趋势：从

１９８５年到２０１２年，平均对数离差上升幅度最大，上升１１６％；帕尔玛比值和泰尔指数分别
上升９８％、９４％；基尼系数上升幅度最小，仅为３６％。

表２ 全国收入差距指数和相关收入组收入份额：１９８５～２０１２年

年　份
全国收入差距指数 相关收入组收入份额

基尼系数帕尔玛比值泰尔指数平均对数离差 Ｄ１０ Ｄ１～Ｄ４ Ｄ１０加Ｄ１～Ｄ４ Ｄ５～Ｄ９

１９８５　 ０．３２１　 １．１７５　 ０．１６６　 ０．１６９　 ０．２３３　 ０．１９８　 ０．４３１　 ０．５６９

１９８６　 ０．３２５　 １．２００　 ０．１７４　 ０．１７８　 ０．２３２　 ０．１９３　 ０．４２５　 ０．５７５

１９８７　 ０．３２７　 １．２１８　 ０．１７６　 ０．１７８　 ０．２３５　 ０．１９３　 ０．４２８　 ０．５７２

１９８８　 ０．３４５　 １．３３６　 ０．１９７　 ０．２０１　 ０．２４５　 ０．１８３　 ０．４２８　 ０．５７２

１９８９　 ０．３５５　 １．４０１　 ０．２０８　 ０．２１３　 ０．２４８　 ０．１７７　 ０．４２５　 ０．５７５

１９９０　 ０．３４６　 １．３４２　 ０．１９８　 ０．２０２　 ０．２４５　 ０．１８３　 ０．４２７　 ０．５７３

１９９１　 ０．３６１　 １．４５３　 ０．２１９　 ０．２２３　 ０．２５３　 ０．１７４　 ０．４２７　 ０．５７３

１９９２　 ０．３７２　 １．５３４　 ０．２２９　 ０．２３３　 ０．２６１　 ０．１７０　 ０．４３１　 ０．５６９

１９９３　 ０．３８６　 １．６５５　 ０．２４５　 ０．２５１　 ０．２６９　 ０．１６３　 ０．４３２　 ０．５６８

１９９４　 ０．３９０　 １．６９１　 ０．２４９　 ０．２５８　 ０．２７１　 ０．１６０　 ０．４３１　 ０．５６９

１９９５　 ０．３８４　 １．６４８　 ０．２４１　 ０．２５５　 ０．２６６　 ０．１６１　 ０．４２７　 ０．５７３

１９９６　 ０．３５７　 １．４２９　 ０．２０７　 ０．２１８　 ０．２４９　 ０．１７４　 ０．４２３　 ０．５７７

１９９７　 ０．３７５　 １．５７６　 ０．２３４　 ０．２４４　 ０．２６２　 ０．１６６　 ０．４２８　 ０．５７２

１９９８　 ０．３７６　 １．５８８　 ０．２３４　 ０．２４３　 ０．２６３　 ０．１６６　 ０．４２９　 ０．５７１

１９９９　 ０．３９０　 １．７１６　 ０．２５２　 ０．２６４　 ０．２７１　 ０．１５８　 ０．４３０　 ０．５７１

２０００　 ０．４０４　 １．８４４　 ０．２６８　 ０．２８９　 ０．２７６　 ０．１５０　 ０．４２５　 ０．５７５

２００１　 ０．４１４　 １．９６６　 ０．２８３　 ０．３０５　 ０．２８３　 ０．１４４　 ０．４２７　 ０．５７３

２００２　 ０．４４１　 ２．２８１　 ０．３２７　 ０．３４１　 ０．３０９　 ０．１３５　 ０．４４４　 ０．５５６

２００３　 ０．４５３　 ２．４５７　 ０．３４６　 ０．３６６　 ０．３１６　 ０．１２９　 ０．４４５　 ０．５５５

２００４　 ０．４５６　 ２．４９４　 ０．３５２　 ０．３６９　 ０．３２１　 ０．１２９　 ０．４４９　 ０．５５１

２００５　 ０．４６０　 ２．５７０　 ０．３５９　 ０．３８０　 ０．３２２　 ０．１２５　 ０．４４７　 ０．５５３

２００６　 ０．４６１　 ２．５９４　 ０．３６１　 ０．３８３　 ０．３２３　 ０．１２４　 ０．４４７　 ０．５５３

２００７　 ０．４６０　 ２．５７８　 ０．３５７　 ０．３８４　 ０．３１９　 ０．１２４　 ０．４４３　 ０．５５７

２００８　 ０．４６８　 ２．７１０　 ０．３７４　 ０．３９７　 ０．３３０　 ０．１２２　 ０．４５１　 ０．５４９

２００９　 ０．４６５　 ２．６９６　 ０．３６７　 ０．３９９　 ０．３２２　 ０．１１９　 ０．４４１　 ０．５５９

２０１０　 ０．４５４　 ２．５４１　 ０．３４９　 ０．３８３　 ０．３１３　 ０．１２３　 ０．４３７　 ０．５６３

２０１１　 ０．４５０　 ２．４６８　 ０．３４３　 ０．３８０　 ０．３１０　 ０．１２６　 ０．４３６　 ０．５６４

２０１２　 ０．４３８　 ２．３２１　 ０．３２３　 ０．３６４　 ０．２９９　 ０．１２９　 ０．４２８　 ０．５７２

１９８５～２００８年变化 ４６％ １３１％ １２５％ １３５％ ４２％ －３９％ ５％ －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变化 －７％ －１４％ －１４％ －８％ ２８％ －３５％ －１％ １％

１９８５～２０１２年变化 ３６％ ９８％ ９４％ １１６％ －９％ ６％ －５％ ４％

　　注：Ｄ１、Ｄ１０分别表示收入总体中第１个 （最低）、第１０个 （最高）１０％人口占有总体收入的份额，
其余依此类推。

·３１·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动及其原因分析：１９８５～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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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全国收入差距的变化情况：１９８５～２０１２年

表２数据和图６同样表明收入差距的上升并非单调的。在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收入差距急剧
下降，下文对收入差距指数的分解表明，这一时期组内差距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和组间差距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都明显下降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很可能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方面，农业收入
的提高使农业收入的均等化效应加强从而减小了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农村整体收入
的提高也减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在２００８年以后，全国总体收入差距再次出现明显下降并一直持
续到２０１２年。收入差距指数的分解同样表明，这一时期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都逐渐下降了，而前
文中关于农业生产价格上升、农业税取消、城镇最低工资和金融危机等影响的解释在此同样
适用。

３．帕尔玛 “５０／５０法则”和库兹涅茨假说
（１）帕尔玛 “５０／５０法则”。本文的估计方法为验证帕尔玛 “５０／５０法则”提供了有利条

件。表２的五至八列报告了全国总体收入中最高１０％ （Ｄ１０）收入组、最低４０％ （Ｄ１～Ｄ４）

收入组和其余５０％ （Ｄ５～Ｄ９）收入组各自占有总体收入份额的变化情况 （也可参见图７）。

图７　帕尔玛比值与Ｄ５～Ｄ９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１９８５～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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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２和图７，与帕尔玛比值的大幅上升和剧烈波动相比，Ｄ５～Ｄ９人口占有的总收
入份额始终稳定在５６％左右，其算术平均值为５６．６％，调和平均值为５６．６％，中位数为

５７．０％。这一结论与帕尔玛对１３０多个国家的实证分析结果非常接近 （算术平均值为

５２．１％，调和平均值为５１．８％，中位数为５２．５％ （Ｐａｌｍａ，２０１１）；算术平均值为５１．５％，
调和平均值为５１．２％，中位数为５２．０％ （Ｐａｌｍａ，２０１４）），说明帕尔玛 “５０／５０法则”在中
国有相当的适用性：中国中层和上中层的５０％收入群体 （Ｄ５～Ｄ９）倾向于稳定获得总收入
中５０％或略高的份额①。

（２）消除对库兹涅茨的误解：中国真的符合 “Ｋｕｚｎｅｔｓ曲线”吗？中国的收入差距在经
历了长期的上升以后，在２００８年达到顶点并在２００９年出现短暂的稳定，随后呈现下降趋
势，这种隐约可见的倒 “Ｕ”形不禁令人回想起库兹涅茨假说。Ｗａｎｇ等 （２０１４）和 Ｗｈｙｔｅ
（２０１４）认为这一假说对中国的解释并不可信：前者认为库兹涅茨的结论强烈依赖于人口从
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农业部门向不平等程度较高的非农业部门流动这一前提假设；后者则
举出许多不存在倒 “Ｕ”曲线的例子，如日本、韩国，它们的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更像是 “Ｕ”形，而非倒 “Ｕ”形。
但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中国的情形符合库兹涅茨假说吗？本文从以下两方面予以

说明：
第一，库兹涅茨曲线的出现并不依赖于农业部门的不平等必须不高于非农业部门这一假

设。库兹涅茨在分析中强调的另两条假设是：非农业部门的人均收入始终高于农业部门，
（城镇化或工业化进程中）农业部门的人口比重不断下降②。对于农业部门收入不平等高于
非农业部门的例外情形，一方面，Ｋｕｚｎｅｔｓ（１９６３）给出了一些例子③，另一方面，我们可
以按照库兹涅茨的分析方法补充计算这一情形下的结果④。这一简单的计算表明，在农业部
门收入不平等高于非农业部门的情形下：１）如果两部门的人均收入比保持不变，总体收入
不平等的变化仍然会出现倒 “Ｕ”形，但拐点出现在城镇化初期 （城镇化率在１０％～３０％之
间）；２）如果在城镇化过程中，两部门人均收入比上升 （由１∶２上升到１∶４），则收入差距
仍会出现先上升和后下降的变化趋势。
第二，库兹涅茨曲线的出现与否以及是否反转为 “Ｕ”形与 Ｋｕｚｎｅｔｓ （１９５５）的结论

并不矛盾。Ｋｕｚｎｅｔｓ（１９５５、１９６３）的解释和各国的经验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结论：总体收
入差距除了取决于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各自不平等状况，还取决于两部门的人均收入
之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接近完成，越来越取决于非农业部门的收
入差距变化情况，而这一切自然与公众对不平等的态度以及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密切
相关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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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城镇 （农村）Ｄ５～Ｄ９收入组占有总体收入份额的算术平均值为５４．８％ （５３．９％），调和平均值为５４．８％
（５３．９％），中位数为５５．０％ （５３．９％）。

参见Ｋｕｚｎｅｔｓ（１９５５）。

１９４８年左右的意大利和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的美国，农业部门的收入不平等均高于非农业部门，见Ｋｕｚｎｅｔｓ（１９６３）。

计算方法见Ｋｕｚｎｅｔｓ（１９５５）。

Ｋｕｚｎｅｔｓ（１９５５）指出，城镇中底层人口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收入税累进性的加强等因素都会促使非
农业部门收入差距减小。



四、对收入差距及其上升的原因分析

１．广义熵指数的分解：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
本文首先将总体收入差距分解为组内差距 （城乡各自收入差距的加权和，下称城乡内部

差距）和组间差距 （城乡之间差距），表３给出了平均对数离差和泰尔指数的分解结果①。

表３ 总体收入差距的分解

年　份

平均对数离差 泰尔指数

总体

差距

组内

差距

％组内
差距

组间

差距

％组间
差距

总体

差距

组内

差距

％组内
差距

组间

差距

％组间
差距

１９８５　 ０．１６９　 ０．１０７　６３．６％ ０．０６２　３６．４％ ０．１６６　 ０．０９９　５９．３％ ０．０６８　 ４０．７％
１９８６　 ０．１７８　 ０．１２４　６９．５％ ０．０５４　３０．５％ ０．１７４　 ０．１１５　６５．９％ ０．０５９　 ３４．１％
１９８７　 ０．１７８　 ０．１２４　６９．３％ ０．０５５　３０．７％ ０．１７６　 ０．１１７　６６．３％ ０．０５９　 ３３．７％
１９８８　 ０．２０１　 ０．１４１　７０．３％ ０．０６０　２９．７％ ０．１９７　 ０．１３３　６７．２％ ０．０６５　 ３２．８％
１９８９　 ０．２１３　 ０．１４６　６８．２％ ０．０６８　３１．８％ ０．２０８　 ０．１３５　６４．７％ ０．０７３　 ３５．３％
１９９０　 ０．２０２　 ０．１３６　６７．２％ ０．０６６　３２．８％ ０．１９８　 ０．１２６　６３．８％ ０．０７２　 ３６．２％
１９９１　 ０．２２３　 ０．１４９　６６．７％ ０．０７４　３３．３％ ０．２１９　 ０．１３９　６３．５％ ０．０８０　 ３６．５％
１９９２　 ０．２３３　 ０．１５３　６５．６％ ０．０８０　３４．４％ ０．２２９　 ０．１４３　６２．３％ ０．０８６　 ３７．７％
１９９３　 ０．２５１　 ０．１５６　６２．０％ ０．０９５　３８．０％ ０．２４５　 ０．１４２　５８．２％ ０．１０２　 ４１．８％
１９９４　 ０．２５８　 ０．１５６　６０．５％ ０．１０２　３９．５％ ０．２４９　 ０．１４０　５６．２％ ０．１０９　 ４３．８％
１９９５　 ０．２５５　 ０．１６４　６４．２％ ０．０９１　３５．８％ ０．２４１　 ０．１４４　５９．８％ ０．０９７　 ４０．２％
１９９６　 ０．２１８　 ０．１４５　６６．７％ ０．０７３　３３．３％ ０．２０７　 ０．１３０　６３．０％ ０．０７７　 ３７．０％
１９９７　 ０．２４４　 ０．１５７　６４．２％ ０．０８７　３５．８％ ０．２３４　 ０．１４３　６０．９％ ０．０９１　 ３９．１％
１９９８　 ０．２４３　 ０．１５４　６３．３％ ０．０８９　３６．７％ ０．２３４　 ０．１４２　６０．６％ ０．０９２　 ３９．４％
１９９９　 ０．２６４　 ０．１６３　６１．９％ ０．１００　３８．１％ ０．２５２　 ０．１４９　５９．１％ ０．１０３　 ４０．９％
２０００　 ０．２８９　 ０．１７７　６１．５％ ０．１１１　３８．５％ ０．２６８　 ０．１５５　５７．９％ ０．１１３　 ４２．１％
２００１　 ０．３０５　 ０．１８４　６０．５％ ０．１２０　３９．５％ ０．２８３　 ０．１６２　５７．３％ ０．１２１　 ４２．７％
２００２　 ０．３４１　 ０．２０７　６０．６％ ０．１３４　３９．４％ ０．３２７　 ０．１９４　５９．５％ ０．１３３　 ４０．５％
２００３　 ０．３６６　 ０．２１８　５９．６％ ０．１４８　４０．４％ ０．３４６　 ０．２０３　５８．５％ ０．１４４　 ４１．５％
２００４　 ０．３６９　 ０．２１２　５７．４％ ０．１５７　４２．６％ ０．３５２　 ０．２０２　５７．２％ ０．１５１　 ４２．８％
２００５　 ０．３８０　 ０．２２０　５７．８％ ０．１６０　４２．２％ ０．３５９　 ０．２０７　５７．７％ ０．１５２　 ４２．３％
２００６　 ０．３８３　 ０．２１７　５６．６％ ０．１６６　４３．４％ ０．３６１　 ０．２０５　５６．８％ ０．１５６　 ４３．２％
２００７　 ０．３８４　 ０．２１４　５５．７％ ０．１７０　４４．３％ ０．３５７　 ０．２０１　５６．１％ ０．１５７　 ４３．９％
２００８　 ０．３９７　 ０．２２１　５５．８％ ０．１７５　４４．２％ ０．３７４　 ０．２１４　５７．２％ ０．１６０　 ４２．８％
２００９　 ０．３９９　 ０．２２２　５５．６％ ０．１７７　４４．４％ ０．３６７　 ０．２０７　５６．５％ ０．１６０　 ４３．５％
２０１０　 ０．３８３　 ０．２１４　５６．０％ ０．１６９　４４．０％ ０．３４９　 ０．１９８　５６．８％ ０．１５１　 ４３．２％
２０１１　 ０．３８０　 ０．２２１　５８．０％ ０．１５９　４２．０％ ０．３４３　 ０．２０１　５８．５％ ０．１４２　 ４１．５％
２０１２　 ０．３６４　 ０．２１１　５７．９％ ０．１５３　４２．１％ ０．３２３　 ０．１８７　５７．９％ ０．１３６　 ４２．１％

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变化 １３６％ １０７％ －７．９％＊ １８８％ ７．９％＊ １２１％ １１０％ －２．８％＊ １３６％ ２．８％＊

１９８５～２０１２年变化 １１６％ ９６％ －５．７％＊ １４９％ ５．７％＊ ９４％ ９０％ －１．４％＊ １０１％ １．４％＊

　　注：＊表示大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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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基尼系数作为最常用的收入差距指数不能完美分解，因此最常用来分解的指数是广义熵指数，对此的讨论可参
见Ｓｈｏｒｒｏｃｋｓ（１９８０）、Ｙａｎｇ （１９９９）、Ｗｕ和Ｐｅｒｌｏｆｆ（２００５）等。



从表３平均对数离差的相关分解结果来看，城乡内部差距和城乡之间差距在近３０年都
大为上升了，并且均在２００９年达到最大值，随后开始下降。在１９８５年，组内差距为

０．１０７，组间差距为０．０６２。到２００９年，组内差距上升１０７％，达到０．２２２，组间差距上升

１８８％，达到０．１７７。由于后者的上升速度更快，所以组内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度在减小，
组间差距的贡献度在上升：组内差距的贡献比重由６３．６％ （１９８５年）降低为５５．６％ （２００９
年），组间差距的贡献比重由３６．４％ （１９８５年）上升为４４．４％ （２００９年）。２００９年以后，
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并且组内差距的贡献比重有所回升，由５５．６％
（２００９年）上升至５７．９％ （２０１２年）。这些结果表明组内差距的重要性虽在下降，但目前仍
是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而二者的同时上升 （组间差距上升更快）表明，全国总体收入差距
扩大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对泰尔指数的分解得到非常类似的结论。１９８５年以来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都迅速扩大，组间

差距上升更快，但组内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度始终大于组间差距：组内差距在１９８５年对总体差
距的贡献度为５９．３％，到２００７年降为５６．１％，但随后开始回升，并在２０１２年达到５７．９％。

２．对收入差距及其上升的回归分解
这一部分使用的数据是１９８８、２００２年ＣＨＩＰ个体 （家庭）数据，根据Ｆｉｅｌｄｓ （２００３）

和Ｙｕｅ等 （２００６），本文的回归方程设为：

ｌｎＹｉｔ ＝αｔ＋∑
ｋ

ｊ＝１βｊｔ·ｘｊｉｔ＋εｉｔ （７）

其中，ｔ取值为１９８８和２００２年。ｌｎＹｉｔ 为家庭ｉ在ｔ期人均收入的对数，解释变量ｘｊｉｔ 包
括城镇虚拟变量、家庭规模、地理位置变量 （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省略）、家庭１５～
６４岁全职工作人口特征变量 （占家庭总人口比重、性别、教育、经验及其平方、职业类别
和产业部门等）。表４为相应的ＯＬＳ回归结果①。

表４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及其解释因素：１９８８～２００２年

变量组 解释变量 １９８８年 ２００２年

地理位置

（西部省略）

东部 ０．２８２ （０．００８）＊＊＊ ０．５２９ （０．０１１）＊＊＊

中部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８０ （０．０１０）＊＊＊

东北 －０．０５９ （０．０１４）＊＊＊ ０．１６６ （０．０１４）＊＊＊

城乡二元结构 城镇虚拟变量 ０．６８０ （０．０１６）＊＊＊ ０．６２６ （０．０１４）＊＊＊

家庭规模 家庭规模 －０．０５５ （０．００２）＊＊＊ －０．１２８ （０．００４）＊＊＊

１５～６４岁全职工人
（特征变量）

占家庭人口比重 ０．４１１ （０．０１７）＊＊＊ ０．３４４ （０．０２１）＊＊＊

教育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２）＊＊＊

经验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２）＊＊＊

经验平方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第二产业部门 ０．２４５ （０．０１８）＊＊＊ ０．１２９ （０．０２３）＊＊＊

第三产业部门 ０．２７１ （０．０２０）＊＊＊ ０．１９８ （０．０２３）＊＊＊

党员 ０．１７１ （０．０１２）＊＊＊ ０．２３０ （０．０１４）＊＊＊

性别 －０．１４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９９ （０．０１８）＊＊＊

职业类别 ０．１２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２３）＊＊＊

·７１·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动及其原因分析：１９８５～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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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这一类文献的传统，本文不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只是对异方差进行修正。但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使用的回
归方程没有包含城镇虚拟变量的交叉项，这是由于Ｆｉｅｌｄｓ（２００３）的方法不适于处理这类问题，这是该方法的局限。



（续）

变量组 解释变量 １９８８年 ２００２年

常数项 ７．４１８ （０．０２３）＊＊＊ ８．４２１ （０．０２５）＊＊＊

Ｒ２ ０．５７２　 ０．５９０

Ｆ值 ３９３８．９９　 １８３２．１７

观测值个数Ｎ　 ２７１２４　 １７２７４

　　注：被解释变量为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括号中为修正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
平下显著。

得益于足够大的样本量，表４中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几乎全部高度显著。根据表４的
回归结果，本文首先对１９８８年、２００２年的收入差距进行分解，以确定每个解释变量对各年
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比重，然后我们分别使用基尼系数和对数收入方差计算每个解释因素对
总体收入差距 （从１９８８年到２００２年）上升的贡献。表５报告了相应的计算结果。
根据表５数据第一、二列，除残差项外，对１９８８年收入差距贡献最大的是城镇虚拟变

量 （２８．７％），其次是产业部门 （１０．２％）、职业属性 （５．２％）。在２００２年，城乡二元分割
的贡献度有所下降，降为２４．６％，但仍是总体收入差距的最重要解释因素。此外，家庭规
模和地理位置的作用上升，对总体差距的贡献比重分别上升为９．６％、７．４％，成为总体差
距的第二、三位解释因素。
对１９８８～２００２年收入差距上升的分解表明 （表５数据第三、四列），家庭规模是总体差

距扩大的最重要解释因素，其次是地理位置和教育因素。城乡二元结构的贡献比重为负说明
它对总体差距的贡献度在下降。

表５ 各因素对总体收入差距及其上升的贡献比重：１９８８～２００２年

解释变量

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度 对收入差距上升的贡献度

１９８８年 ２００２年
基尼系数

（１９８８～２００２年）
对数收入方差

（１９８８～２００２年）

党员身份 １．６　 ２．６　 １１．８　 ９．９

性别 （男性） ０．２　 ０．３　 ０．９　 ０．８

职业类别 ５．２　 １．７ －２８．０ －２２．１

地理位置 ３．４　 ７．４　 ４１．７　 ３４．８

经验 ０．４　 ３．１　 ２６．０　 ２１．４

产业部门 １０．２　 ４．６ －４２．８ －３３．３

城镇虚拟变量 ２８．７　 ２４．６ －１０．３ －３．３

家庭规模 ４．９　 ９．６　 ５０．６　 ４２．４

全职工人比例 １．７　 ０．０ －１４．３ －１１．５

教育 １．１　 ５．０　 ３８．５　 ３１．８

残差项 ４２．８　 ４１．０　 ２５．８　 ２８．９

　　注：各数值均为百分数。地理位置包括东部、中部、东北，经验包括经验、经验平方，产业部门包括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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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对家庭规模、教育贡献比重变化的分解

家庭规模

相关成分 权重变化的解释

１９８８年 ２００２年

教育

相关成分 权重变化的解释

１９８８年 ２００２年

贡献比重 ０．０４９　 ０．０９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５０

回归系数 －０．０５５ －０．１２８　 １．３５０　 １．２２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０　 １．２７９　 １．０１０

标准差 １．６３５　 １．２３６ －０．２４８ －０．２２７　 ３．６４３　 ３．９５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０

与对数收入的相关系数 －０．４１４ －０．５００　 ０．２１１　 ０．４２０　 ０．３４０ －０．０５３

对数收入标准差 ０．７６５　 ０．８１９ －０．０７２　 ０．７６５　 ０．８１９ －０．０２０

总和 １．２４０　 １．０００　 １．２３０　 １．０００

　　注：关于数据第三、四列，第七、八列的差别和各自计算方法，参见Ｆｉｅｌｄｓ（２００３）。

最后，由于家庭规模、教育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越来越大，本文对二者贡献权重的上升进
行分解，表６报告了相关结果。根据表６的前四列，家庭规模的标准差减小，但回归系数
（绝对值）大为上升，因此家庭规模的贡献上升完全是回归系数变大带来的 “价格效应”（或
称 “系数效应”）：各家庭人口 “数量”差异变小，而家庭拥有更多人口的 “价格”（或成本）
上升。对教育贡献权重的分解得到的结果非常类似：虽然全国家庭教育水平的差别有所上
升，但与教育回报率的上升幅度比起来微乎其微，因而教育贡献度的上升完全是 “价格效
应”，而非 “数量效应”。

五、总　　结

针对中国国家统计局收入分组数据的特点，本文对基于最大熵密度的广义矩估计法予以
改进，避免反复抽样带来的沉重负担，并使用分组数据基尼系数的上下限和 “经验法则”提
高估计准确度。在通过人口加权得到总体收入分布函数后，本文计算了包括基尼系数、帕尔
玛比值在内的四种收入差距指数，并对平均对数离差和泰尔指数进行了分解。本文还使用基
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方法对总体收入差距及其上升进行解释。
本文发现，１９８５年以来我国总体收入差距大为上升，但近来有所下降，隐约表现为倒

“Ｕ”形：基尼系数由１９８５年的０．３２１上升到２００８年的０．４６８，上升了４６％；２００９年以后
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到２０１２年为止仍保持在０．４３以上。农村的收入差距在这一时期也有
大幅上升，基尼系数由１９８５年的０．２７８上升到２０１２年的０．３８５。城镇收入差距近３０年的上
升更为迅速，基尼系数在１９８５年仅为０．１６９，但到２００８年已接近０．３４，上升超过１００％，
与农村的收入差距程度越来越接近，但近几年城镇的收入分配状况略有改善。
对我国总体收入中最高１０％、最低４０％以及其余５０％人口占有总体收入份额的研究表

明，帕尔玛提出的 “５０／５０法则”在中国有较强适用性：全国５０％的总人口 （第５到第９十
分位，Ｄ５～Ｄ９）占有总体收入的份额始终稳定在５０％或略高 （５６％）水平。
对广义熵指数的分解发现，城乡内部差距和城乡之间差距都在上升，共同推动了总体收

入差距的上升。城乡之间差距上升的幅度大于城乡内部差距，因此城乡内部差距 （组内差
距）的贡献比重在下降，组间差距的贡献比重在上升，但组内差距始终大于组间差距，仍是
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基于回归方程的分析表明，城乡二元分割仍是总体收入差距的首要决
定因素，产业部门特征在早期发挥重要作用，家庭规模在后期成为第二位影响因素。家庭规

·９１·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动及其原因分析：１９８５～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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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也是收入差距上升的最重要贡献因素，地理位置发挥了次要作用。由于回报率的极大提
高，教育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并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第三位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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